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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心：何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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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1870年的教會在華教育事業
	· 1830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在廣州創辦一所學校，收留幾個窮孩子讀書，稱為貝滿學校（Bridgman School），這是美國傳教士在華建立的最早的學堂，也是近代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本土建立的第一所學校。
· 早期的教會學校僅僅作為誘導學生前來的一種手段而已，其真正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吸引信徒和培養傳教助手，即作為宣道的輔助工具。
· 在這種辦學思想之下，直至19世紀六、七十年代，教會學校一直沒有太大的起色。大多數學校停留在小學水平。教授內容多為《聖經》、中國經典、少量的英語和西方史地知識。


參考：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社會文化和教育活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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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1900年的教會在華教育事業
	· 教會學校不再停留在初級班的水平，出現了一批教會中學。登州文會館於1876年宣佈具有大學水準，成為最早的教會大學，隨後聖約翰書院於1879年、潞河書院於1886年也仿傚文會館的作法，宣佈提供高等教育。這樣出現了中國第一批教會大學。
· 各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式的教育體制，確立了修習年限。如福州鶴齡英華書院學制6年，上海中西書院學制8年，最長的是登州文會館，學制9年。教學開始按級分班進行。
· 世俗知識在教學中的比重大大增加。
· 主要招生對象由原來的社會底層變為富家子弟，在收取高額學費的情況下，不少學校成為貴冑子弟追逐的目標，教會學校逐漸貴族化。
· 畢業生的出路好，據統計，從1876至1910年，文會館共培養學生208人，其中有104人擔任各地學堂的教習，分佈在全國各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官立學堂，如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江南高等學堂、北洋大學堂、雲南政法學堂、保定陸軍學堂和奉天陸軍學堂。當時文會館畢業生身價非常高，每人月薪30兩銀子。


參考：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近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社會文化和教育活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12-2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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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香港在《南京條約》中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國殖民管治下的地方。以下是幾個近代知識分子對19世紀香港的印象和評價註：
	王韜（1865）
	司法制度、防衛治安完善，有自來水供應，街頭設有煤氣燈。昔日「廢土，今成雄鎮」。

	郭嵩燾（1876）
	普通教育設施完善，有古人培養人才之遺意。監獄整潔，與內地牢獄的黑暗、汙穢與殘酷，有天壤之別。

	康有為（1879）
	建築宏麗，道路整潔，巡捕嚴密，西方人治國有法度。

	孫中山（1890年代）
	街道秩序整齊，建築宏美，工作進步；治安良好，政府官員少有腐敗。


註：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西方外交官、商人、傳教士移入，西方文物思想制度得以傳入，出現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現象，催生了新文化與新思想、新人才。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對現代化城市的印象促使他們反思中國當前的問題及今後改革的路向。

資料來源：霍啓昌編著：《香港史敎學參考資料》（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頁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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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啟（1859-1914），字沃生，又叫Dr. Ho Kai，廣東南海西樵人，和康有為是同鄉。何啟出身於教會家庭，1859年生於香港，其父何福堂是基督教倫敦傳道會牧師。何福堂出身貧苦，早年隨父親往南洋謀生，曾入讀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創設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其後在港負責宣教事業。何啟自幼聰明，11歲便連跳四級，成為香港中央書院（Hong Kong College，1894年易名為皇仁書院）的學生。1872年何啟在肄業後赴英國留學，入巴爾美學校（Palmer House School）繼續中學教育，1875年入讀蘇格蘭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學習醫科，1879年畢業，並完成臨床實習，正式成為外科醫生，成為香港史上第一個合格的正式西醫。其後棄醫從法（一說為聽從戀人英國姑娘雅麗氏（Alice Walkden，英國下議院議員獲根約翰〔John Walkden〕的女兒）的勸告，因為時人視法學院為培養貴族的搖籃），入讀林肯法律學院（Lincoln’s Inn），三年後（1882）畢業並取得大律師資格，成為獲此榮譽的第二個中國人（第一人為其姐夫伍廷芳〔1842-1922〕）。同年1月，何啟攜其新婚夫人雅麗氏回港。初時何啟掛牌行醫，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的執業醫生，但因少有華人患者到診，生活拮据，因而改行做律師。


說明：從何啟的出身反映了早年香港華人精英的背景，如入讀教會學校、接受英語教育、曾出洋留學、學有專長等。
資料來源：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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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月之認為何啟長期在生活在香港，並到英國留學，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化的系統教育註，因而比起那些長期生活在中國內地的一派主張改良派起來，其民權思想中，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刻痕更深刻。


註：資本主義及西方教育對變革思想的產生十分重要。
資料來源：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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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的世俗化教育內容
	香港中央書院（時稱大書院）成立於1862年為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著名傳教士及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所創辦。理雅各建議香港政府發展官立世俗化教育，加強英語訓練，藉以培養英才，以應香港發展所需。其教學課程除注意中英語文教育，需修習傳統經史外，並且學習西方格致、幾何、代數及史地之學。20世紀中港兩地政治名人如孫中山（1866-1925）、陳錦濤（1871-1939）、王寵惠（1881-1958）等均曾就讀該校。


資料來源：李金強：〈胡禮垣〉，收入《中國歷代思想家（18）：曾國藩‧郭嵩燾‧鄭觀應‧胡禮垣》（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更新版），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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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的精英通過科舉考試中的功名躋身社會上層，19世紀的香港社會裡的華人精英，首要條件是在英文學校裡接受教育，精通英語。畢業後，他們的典型是先從公僕（通常當傳譯員）做起，然後任職買辦，再進而成為資本家，最後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此外，還有一些從事其他專業的華人，包括在西方學習法律、醫學和牙醫等方面的人才，但為數不多，19世紀時共有一二十人，全都受過英語教育。
2. 大多數具備英語能力的香港華人都曾在傳教士舉辦的教會學校就讀，例如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聖約瑟書院以及中央書院等。


說明：精通英語是香港華人晉身社會上層的必要條件，在香港社會極其重要。

資料來源：施其樂（Smith C.T.）著，程美寶譯：〈十九世界香港具備英語能力的華人精英〉，載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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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胡禮垣等人與孫中山革命黨親近的原因
	沿海在推動改革者向革命者轉向方面極為重要。沿海的革命者如孫中山和沿海的改革者如何啟、容閎（1828-1912），既象徵性地也實際上在互相交流（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來自廣東地區）。他們有共同的社會和地理背景，共同的宗教根源，共同的學習經歷，共同的世界觀念。歸根到底，這些特徵使他們互相之間在社會文化方面比同思想與之對立的任何內地人物都更為接近。


資料來源：〔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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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康有為（1858-1927）在北京組織「保國會」，發表〈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強調面對外力入侵，中國將如印度，緬甸、安南、波蘭等淪為次等國民而受淩辱，並以香港為例，說明香港華人具有成就者皆以任職買辦為榮，但買辦需要仰視英國大班的顏色，且英人管治下，只有兩名華人註出任議員，可見英人對華民的歧視。對此，何啟和胡禮垣反駁說：英人自香港開埠後，逐漸移植英國優良制度，如設學校、分科授業，使香港華人學有專精；華人且獲委任為行政司法立法機關的公職，故香港華人未受歧視；英國在香港推行的新政，日見成效，值得學習。


註：即何啟和韋玉。

說明：在列強侵略下，各地華人飽受欺凌，香港華人精英卻對殖民統治表示認同，而他們有以香港作為中國改革學習西方文化視窗的想法。

資料來源：李金強：〈胡禮垣〉，收入《中國歷代思想家（18）：曾國藩‧郭嵩燾‧鄭觀應‧胡禮垣》（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更新版），頁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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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
	華人

	1844-1898年間香港獲准執業大律師
	46
	3

	1844-1898年間香港獲准執業律師
	67
	3

	1884年非官守太平紳士
	60
	7

	1893非官守太平紳士
	84
	12


說明：香港殖民政府透過委任華人精英為太平紳士及批准其為執業律師、大律師以進行政治安撫，方便其以華治華的管治策略。
資料來源：施其樂（Smith C.T.）著，程美寶譯：〈十九世界香港具備英語能力的華人精英〉，載程美寶、趙雨樂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94；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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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的本質及其局限
	1887年卸任中國駐英俄法三國公使的曾紀澤（1838-1890）在其參贊馬格里爵士（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協助下撰成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刊於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內，其後翻譯為中文（題為：〈中國先睡後醒論〉），力言中國已走向富強之路，因為中國已購軍艦、築砲臺、興辦新式陸軍、整頓海防、刷新外交，並且進行了設置機械局、開礦務、建鐵路等一系列的洋務改革，可證明中國「昔睡而今醒」，足可成為亞洲強國。

同年何啟以Sinensis（華士）筆名發表英文長文，反駁曾氏一文，其後再由摰友胡禮垣翻譯闡發為中文，發表於香港的《華字日報》（1887年5月11日）。內容主要說明中國之所以為列強所欺，原因在於「內政不修，風俗之頹靡也」。曾紀澤所指出的整頓海防，興建新式海陸軍等洋務建設，皆屬枝節，本末倒置。何啟提出「民政為本，軍政為末」，主張根本之圖在於刷新內政：中國既為君主之國，君主應該保民、利民，取得民心；要整飭吏治，革除司法不分的弊政，應「任賢能，黜浮偽，核名實、洽君臣」，然後內部和諧，上下一心，國家始能富強。


資料來源：李金強：〈胡禮垣〉，收入《中國歷代思想家（18）：曾國藩‧郭嵩燾‧鄭觀應‧胡禮垣》（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更新版），頁304-305；趙令揚：〈何啟：辛亥革命期間香港之中國資產階級〉，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715-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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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1898年張之洞（1837-1909）〈勸學篇〉的觀點：

1. 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註（即「中體西用」論）。認為中國傳統的綱常名教、倫理道德是道、是本、是主、是體，是不可變的；西人器數之學，各國富強之術則是器、是末、是輔、是用，是可以變的。

2. 只要重建儒家傳統便可助朝廷恢復國人的信心。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比起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更具有優越性，只要再與西方的科學技術配合起來發展，中國自可富強。

3. 中國君主英明，朝廷沒有苛政，因此不用改變政制；法國因暴君虐政，舉國怨憤，上下相改，所以才改為民主之國。


註：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旨在調和中西文化的差異以促進中國進行改革運動。
資料來源：趙令揚：〈論何啟對張之洞《勸學篇》之批判〉，載《慶祝饒宗頤教授七十五歲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頁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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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啟的政治改革主張：

1. 批判專制統治：認為君主專制是「無道之法」，「君臣之間各能自便其私計」。這種以私為政的制度，使清政府腐敗，「官府蒙蔽」，用人失當，君民相隔。

2. 中國自古已有民權：中國民權（指「民本」）早已盛行於三代，近世民權始創於英法，三代之隆以及西方國家富強之道，皆由於重民權之故。

3. 駁斥張之洞保持「三綱說」的謬誤，指出是漢儒和宋儒為君權合法化的解除，有違人道。何啟受到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影響，主張天賦人權，生命、財產與自由的權利皆出於天。
4. 實行君主立憲代議制：認為人權作為理念不能自動貫徹實行，故需落實於民權的行使，並有賴於相應制度的設立及運作，而這種制度就是君主立憲代議制。註以英國虛君立憲政體最為理想，主張效法英國設議院、選議員、行內閣官制，以及實施地方自治等制度。


註：何啟的政治改革思想資源在於天賦人權觀及自由主義，落實在君主立憲的議會政治上。
資料來源：李金強：《書生報國──中國近代變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8-5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年），頁8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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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以降，隨著西方人對中國社會百態的深入介紹，特別是大量在西方人看來是殘忍嚴酷的「枷號示眾」、「貫耳站街」、「發配」、「徒刑」等圖像作品的流通，以至在中國的耳聞目睹，都使西方人感到中國司法制度的野蠻落後，產生威嚇性效果。正因中國法制的野蠻與落後，益使西方人抗拒接受中國法律的管轄。就是在這前提下，西方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後盾，將領事裁判權合理化。何啟認為「大違君主之權」的領事裁判權之所以能行於中國，究其原因，非曾紀澤所說的由於中國「無威猛軍兵，無堅剛鐵艦」，實由於政令不修，因而風俗頹靡，中國沒有公平的法律及司法制度，貪贓枉法，濫用私刑。因此改革救亡之道，唯在於政治改革上。


說明：不平等條約的實施，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反思中國的內部問題，進而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以擺脫困境。
資料來源：〈曾論書後〉，何啟、胡禮垣著；鄭大華校點：《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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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啟的經濟思想體現在其重商主義註上，強調發展工商業的重要性，是國家富強之本，商人與實業家是國家的中堅，資本主義是中國致富之道。他提出了發展經濟的具體方案，認為應「興鐵路」（全國興辦鐵路交通網）、「廣輪舶」（建立輪船航運〔內河及遠洋〕拓展對外貿易）、「開礦產」（開採中國蘊藏豐富的礦產資源，有助工商業發展及解決財政困難）、通商務。此外，對新式工商業實行保護政策：如減輕商稅，獎勵製造、貿易，發放貸款、廢除厘金，改革稅制，實行專利法。提倡經濟發展應以民間經營為主導，反對官督商辦。要求統一發行紙幣，有利於商品流通。財源方面，反對向外資借款，主張開借民債以解財務之困。


註：何啟的重商主義，正好反映當時的商戰觀念，認為國家富強之道就是發展工商業。
資料來源：李金強：《書生報國──中國近代變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1-53；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2-65；張洋：〈近代思想家何啟、胡禮垣的市場經濟思想〉，《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7年4期，頁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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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下香港華人精英的兩面性及矛盾
	1899年英國白雷斯福爵相（Lord 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訪港，鼓吹門戶開放政策，華商公會舉辦千餘人的集會以表歡迎。會上何啟等八位紳商先後演講，大抵內容強調中英合作，並要求英國政府協助整頓中國陸海軍隊，保護華商，發展中國商業，以對抗法國、俄國以及其他強權。爵相回英後，收到何啟與韋玉（與何同為華人立法局議員）的一封長信，內容是香港華商懇請英國對中國滿清政府施加壓力，強迫其維新改革，好讓中國重獲新生（regeneration）。

蔡榮芳在總結何啟這類殖民統治下華人精英的思想為「依附外國強權之自由式民族主義」。特徵有二：

1. 「他們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在商業階層霸權之下，強盛的中國。雖然，盡管他們（指何啟和胡禮垣）竭力提倡『民權』，他們仍是精英主義者（elitists）。他們強調的是商業階層的利益，而不是下層勞工或農民的福利。他們認為商業階層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兩者相等。」
2. 「對英國一廂情願的依存性──依賴英國協助中國改革圖強。我稱這種思想為『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這又是他們香港上層華商階級的觀點。何啟與胡禮垣的維新論，充份表現了香港人的特性。」
簡而言之，香港華人紳商的特色是「與英帝協力的民族主義」，即一方面認同中國、熱愛中國，擔憂國家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希望改革，但不在其位，無能為力；對清政府感到失望，因此向英國帝國主義者求援，希望英國能強迫清政府進行改革，使中國「重獲新生」。這種看似是極大的矛盾，正好反映了香港華人的處境。


資料來源：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2-65。
建議討論問題：
1. 資料一和二代表了外國教會學校在華教育事業的兩個階段，你認為中國政壇發生了什麼轉變，導致教會學校在這兩個階段有明顯的發展？（洋務運動。伴隨洋務運動的興起，中國社會逐漸改變了對西學的看法，洋務事業的興辦也刺激了對西式人才的需求。部份敏銳的傳教士對傳統辦學模式進行反思，導致教會教育進入迅速發展的新階段。）
閱讀資料三、四、五，回答以下兩問：
2. 有論者認為，晚清變法思想家主要來自沿海沿江省份的通商口岸，你認為香港自1841年《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後，具備哪些有利因素能孕育出何啟、孫中山等主張改革、變法、革命的思想家？

3. 何啟和孫中山以最初都是習醫的，然後改為從事其他方面的事業。為什麼當時中國這樣精英起先都選擇學習醫科呢？為什麼其後又改變了志向？

閱讀資料四、六、七，回答以下兩問：
4. 近代香港華人精英的成功因素是什麼？試以何啟的生平加以印證及說明。

5. 近代香港的華人精英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有什麼分別？為什麼他們幾乎都是出自傳教士開辦的教會學校？ 
閱讀資料三至八，回答以下兩問：
6. 據柯文所說，是什麼原因促使何啟、孫中山這類知識分子接近？

7. 何啟強調民權、自由，主張開議會，重工商，你認為這與他的背景有什麼關係？

8. 根據資料九、十，為什麼康有為要強調香港華人受歧視？何啟和胡禮垣的反駁是否屬實？他們強調英國人成功管治香港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閱讀資料十一、十二、十三，回答以下兩問：
9. 你認為曾紀澤、張之洞和何啟哪個人的建議更適合晚清中國的發展？為什麼？

10. 你認為何啟這種言論能否在滿清政府統治下的內地發表嗎？為什麼？
11. 據資料十四，外國在中國實行領事裁判權合理嗎？為什麼？有什麼方法可以廢除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
12. 參考資料十五，何啟的經濟主張與中國官僚的主張主要有什麼不同？你認為他的建議能否解決中國財政困難的困境，幫助中國成為富強之國？試加以評論。
13. 據資料十六，你認為何啟這類華商利用外國勢力迫使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的「愛國」方式，有什麼好處和壞處？你認同這種「救國」方式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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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對香港醫療衛生方面的貢獻和影響
	（1）1887年2月，何啟為了紀念1884年去世的亡妻雅麗氏和造福香港市民，於上環荷李活道興建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成為本港首間為貧苦華人提供西醫治療的醫院。醫院最初有病床80張，其後增加至90張，後來與那打素醫院合併。何啟擔任該醫院財務委員會主席達27年之久。1904年，何啟又創立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是香港第一所產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產科醫院之一。1906年，由於雅麗氏醫院和那打素合併後﹐病床仍出現不足情況，何啟之胞姊何妙齡（1847-1937，伍廷芳夫人）捐鉅款興建新醫院，起名何妙齡醫院（Ho Miu Ling Hospital）。後至1954年，那打素醫院、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及何妙齡醫院三家醫院合併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後來醫院遷至今大埔現址。

（2）1886-1896年間，港英政府委任何啟為公眾衛生委員會的委員。

（3）何啟是倡建廣華醫院的其中一人，1907年向政府建議於該地興建醫院，獲政府撥出現址及資助三萬元作為支持，同時每年撥出六千五百元作為常費。廣華醫院最終於1911年成立。「廣華」之名意指「廣東華人」。


資料來源：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4-35、110；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機構歷史http://www.nethersole.org.hk/chi/hist.html；油尖旺文物徑：http://qcrc.qef.org.hk/webpage/19984196/1/ytmheritagetr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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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7年，何啟等人籌辦「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由何啟出任籌備委員會主席（委員會中唯一的中國人），策畫成立醫校的工作。1887年10月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學業程度與英國國內大學醫學院相等，學制5年，招收中外學生，高中畢業可報名，經嚴格考試及格方可入學；全部課程以英語授課，並以雅麗氏紀念醫院為學生的實習基地。對於「香港西醫書院」建立的意義，何啟在亞伯丁大學的同學、同在該院任教的英國人康得黎博士（Dr. James Cantile，1851-1926）有如下的評價：
「本書院工作之一般成效，因之將越洋出香港小島，而影響且及於遠外，所有香港及其他通商口岸之人民疾苦，得賴本院畢業同學之高級治療學術為之解除。然所能完成者，亦不過如水中泡沫之臨岸上沙石，而成為大中華帝國之科學輸入之鑰匙而已。」
（2）在西醫書院成立之前，中國內地已有兩所傳授西方醫學知識的學校，其一為1866年，美國著名傳教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1824-1901）開辦的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附設「博濟醫學校」，初創時專收男生，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教會醫學校1879年隨著醫學教育的發展，醫學校從博濟醫院中分離出來，正式定名為「南華醫科學校」（The South China Medical College），學制3年，並於同年首次招收女生入學，成為中國第一所招收女學生的西醫學校。另一為1881年李鴻章等在天津開辦的醫學館，是中國興辦最早的官辦西醫高等教育；1893年，李鴻章又委派法國軍醫梅尼在原「醫學館」的基礎上籌建北洋醫學堂（今河北醫科大學的前身）。


背景：醫校的開設，不僅在於提供教育場所予華人的貧家子弟，培養醫生人才，更深的用意是將醫校當作傳播現代文明的場所、培養中國新式人才的搖籃（如孫中山之矢志革命）。

資料來源：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4-50；陳雁：〈教士與近代中國的西醫教育〉，《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1卷1期（2008年1月），頁8-91；李傳斌：〈李鴻章與近代西醫〉，《安徽史學》，2001年3期，頁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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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為近現代中國培養人才的重要性
	1907年何啟得到港督盧押（Sir Fredrick John Dealtry Lugard，1858-1945）的支持，促成了香港大學的創立。其後，何啟的摯友胡禮垣在〈香港創設大學堂勸捐序〉中，說明在香港創立大學的重要性：香港為遠東的樞紐，水陸路交通便捷，工商業發達，規模宏大，可提供各學科實驗及教育之用。中國內地如廈門、上海、天津，以至首都北京，雖然教育事業倡盛，但終不及香港，因此大學的設立，以香港最為適合。特別是香港的英語教育，根源深厚，浸淫有素。香港大學畢業生，將與出洋留學者無異，可為中國培養出優秀的人才。 


資料來源：擇自〈香港創設大學堂勸捐序〉，轉見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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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精英在香港管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和貢獻
	1882年何啟香港政府獲任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1890年，鑒於何啟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為促進香港文化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經港督提名，英國政府殖民地部委任何啟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至此何啟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三任此要職的中國人（第一位的留英伍廷芳〔1880-1882〕，第二位是留美的黃勝〔1884-1890〕），而且任期（一般為4年）是香港歷史上任立法局議員時間最長的中國人，至1914年止，前後14年。


資料來源：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08-112。
[image: image26.jpg]



香港殖民政府管治下華人精英的角色及其局限
	論者認為，1880年代以後香港政府委任華人領袖出任太平紳士以及立法局的非官任議員，無非是拉攏和安撫一些有志的紳商和華人精英，協助政府維持社會秩序。這些委任職位，並無政治實權；被委任的議員大部份是順服的華人。例如港督軒尼詩稱伍廷芳是立法局裡面「無足輕重的人」；黃勝經常表現「合作的態度」。


資料來源：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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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精英階層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對本土文物與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19世紀末期，由於九龍築路建房急需大量石材，有商人因此在宋王臺聖山放炮採石作建築材料，對宋王臺古跡做成威脅，時為立法局議員的何啟支持九龍城居民發起的保存宋王臺運動，1898年8月15日在立法局提出動議，要求政府立法保存宋王臺古跡。1899年，立法局通過《保存宋王臺條例》，禁止在宋王臺聖山採石。」


資料來源：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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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的改良主義對孫中山思想在香港形成時期的影響
	1887年10月「香港西醫書院」成立，何啟出任名譽秘書一職，作為該校唯一中國教授，講授法醫學和生理學兩門課程。何啟與孫中山的友誼從此開始，繼而成為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美國學者史扶林（Schiffrin, Harold Z.）指出：「首先支持這種願望的是何啟博士，他在這方面的經驗足以作為孫中山的楷模。由於一年級只有十二個學生，同時，由於何啟除了是該校的名譽秘書外，還兼教課。這樣，就使這兩個人有了充分的彼此熟悉的機會。」此外，何啟後來發表的文章討論中國政治事務，都「對孫中山在香港的思想形成時期和此後很長時間都有影響。」


資料來源：〔美〕史扶林著；丘政權、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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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的愛國情懷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改革思想史及啟蒙思想史上的地位
	何啟對於晚清以來中國屢遭變故，割地賠款等外交上的吃虧受辱，痛心憂慮，並苦心孤詣鑽研改革方案。對於中國的時局及國家去向問題，往往「按時立言」，發表文章，著書立書，「大聲疾呼，如警夢之鐘，如作氣之鼓」。1887年著〈曾論書後〉，批評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1894年寫成〈新政論議〉中，提出了七條政治改革的建議；1898年著〈康說書後〉（原名〈書報國第一集演說後〉），反對康有為鼓動中國人的排外情緒，認為應以和平的態度處理國際關係；1899年著〈勸學篇書〉，批評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方法，認為其禍害比諸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更嚴重，可使中國的改革再拖慢十年。


資料來源：何啟、胡禮垣著；鄭大華校點：《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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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華人精英的何啟對近代革命的參與及所扮演的角色
	「1895年以後，何啟與孫中山關係更趨密切，兩人認為單靠改革已不足以救國，密謀推翩滿清。1895年8月，何啟、孫中山、香港《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又名《中國郵報》）記者Thomas R. Rain及Cheaney Dunean等人於香港西營盤杏花樓酒家共謀廣州起事（即乙未廣州之役），何啟負責起草對外宣言，並獲推舉為會議主席。可惜事機不密，為清廷所破。但何啟繼續利用其在香港的特殊地位，秘密地支持革命，不單是孫中山的政治顧問，而且在財政上給予大力的支持。」


資料來源：趙令揚：〈何啟：辛亥革命期間香港之中國資產階級〉，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718-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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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是政治改革以至革命運動的對外宣傳者，起了連繫革命派、清政府官員以及香港殖民政府的橋樑作用
	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之變，局勢危急，何啟建議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兩廣總督李鴻章「合作」，策動兩廣「獨立」，並將興中會的《（中國南方志士）致香港總督書》翻譯成英文，拜訪港督卜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1840-1918）尋求協助，詳細介紹兩廣獨立的可能性，及建立新政權的理由。雖然何啟的建議得到卜力的支持，但最後因局勢改變及李鴻章缺乏合作誠意而告流產。


資料來源：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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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何啟改革思想的貢獻和局限的評價
	何啟堅信「西學」才能挽救中國的危機的主張，「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來說，是必不能根植的，因為何啟其實並不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瞭解中國社會的需要，當然也完全不瞭解當時人民的心聲。」因此何啟的主張「肯定救不了中國」。


資料來源：趙令揚：〈論何啟對張之洞《勸學篇》之批判〉，載《慶祝饒宗頤教授七十五歲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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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何啟改革思想的貢獻和局限的評價
	何啟的政治思想，「為當時的中國勾畫出了一幅全面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的藍圖。他們（按：指何啟和胡禮垣）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出當時的精英知識份子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層次思考，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他們要求參政，改造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官僚政治，力求減輕封建政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超經濟剝奪和政治歧視，以利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提高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然而，他們的治國方案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空想色彩和歷史局限性。」


資料來源：侯傑、胡偉：〈論何啟、胡禮垣的政治思想——以《新政真詮》為核心的探討〉，《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2期，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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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精英對列強的掠奪侵略本質的認知的局限
	何啟的思想反映了華僑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雖然「有一定的反帝情緒，但對帝國主義是害怕的，因而對帝國主義採取了妥協的態度，他們也反封建主義，由於階級力量的薄弱，他們不可能有徹底反封建的思想；由於看不見農民的力量，對農民採取輕視的態度。」


資料來源：任繼愈：〈何啟、胡禮垣的改良主義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91。
[image: image35.jpg]



何啟的貢獻
	「從醫術上講，何啟是一位合格的外科醫生，優秀的大學教授。從思想觀念上說，何啟又是一位富有見地的思想家、政論家。作為教師的何啟，傳授給學生的是精湛的醫學知識；作為思想家、政論家的何啟，導播給學生的是嶄新的思想觀念。前者治心，後者醫心。作為學生的孫中山，從老師何啟身上更多地（當作『的』）是學到了醫心的本領。」


資料來源：張禮垣：《何啟、胡禮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1。
建議討論問題：
閱讀資料一、二，回答以下三問：
1. 何啟行醫不久便改行為執業律師，他對香港醫療衛生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為什麼何啟在創設醫院之後，又開創西式醫校呢？你會怎樣評價何啟對香港醫療衛生方面的貢獻？
2. 香港西醫書院除了醫學知識的傳播和教育外，還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康得黎博士認為香港西醫書院的教育工作可以成為「大中華帝國之科學輸入之鑰匙」？
3. 相對於同時期中國內地的西醫學院，香港西醫書院在人才培養上有什麼優勢？

4. 根據資料二和三，香港大學的畢業生較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士大夫有哪些較優勝的條件？他們對中國的改革事業會帶來什麼貢獻？
閱讀資料一至六，回答以下問題：
5. 十九世紀二十世界初香港的「太平紳士」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職責是什麼？是否真的如論者所謂只是有名無實的虛銜？

6. 華人精英願意接受「太平紳士」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這些職銜是否對促進香港社會發展和改善香港華人的福祉起不了重大的作用？抑或只變成幫助殖民政府更有效管治香港華人的協助者？試加以評論。

閱讀資料七、八、九、十，回答以下問題：
7. 孫中山的思想與行動如何受到何啟的啟發和影響？

8. 你認為何啟在中國進行共和革命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9. 參閱資料十一、十二。鑑於當時中國的國情，那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是什麼？人民的心聲又是什麼？你是否同意何啟的主張救不了中國？他哪些主張最不切合現實的需要？你認為那時中國最重要最優先的改革應在哪一方面？
10. 據資料十三，何啟認為哪些階層或類別的國人在救國上擔當重要的角色？你同意資料十三的說法嗎？
11. 根據資料十四，為什麼論者認為孫中山更多的是學到了「醫心的本領」？你認為何啟在哪方面的貢獻最大？試加以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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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分析內容：





何啟的思想與時代的關係。


何啟的貢獻和影響。





探討問題建議：





受西方教育的香港華人精英，怎樣理解近代中國的憂患？


何啟對香港及近代中國提出的改革建議可行嗎？





探討問題建議（1）：受西方教育的香港華人精英，怎樣理解近代中國的憂患？





探討問題建議（2）：何啟對香港及近代中國提出的改革建議可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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